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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开放与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空间治理呈现出明显的

阶段性特征。1979—2000年可视为市场化初期阶

段。在这一阶段，中央政府通过“市领导县”、分税

制等改革手段，实行经济权力下放，区域中心城市

成为空间治理的核心。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城市规

划权力下放到个别城市甚至其城区，城市创业精神

兴起，城市发展日益加快，但同时也导致了激烈的

城际竞争和发展不协调。从 2001年起，可视为后

WTO阶段。随着全球资本流动的加速，国际产业转

移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家空间治理面临如下问题：

一方面是中心城市局促的空间可能导致错失发展

机遇；另一方面是无序的城市竞争可能带来的危

害。为此，我国的空间治理方向发生了重要转变，

“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成为新的空间治理战略目

标。在这一战略引导下，为了扩展中心城市的发展

空间，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产业转移为主要手段

的城际合作现象日益增多，如各种城际合作区、城

市合作试验区和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等。

一、“特别合作区”型城际合作空间的出现

近年来出现的合作区标志着我国城际合作出

现了新的变化。为了响应国家扶贫攻坚的要求，多

个省份分别选择在产业基础较好的工业园区兴办

特别合作区，对脱贫攻坚及其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方式等社会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其中，深圳

与汕尾合作兴办的深汕特别合作区、南京与盱眙的

宁淮特别合作区、广州与清远的广清经济特别合作

区，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与其他城际合作方式相

比较，特别合作区具有以下新的特点：第一，基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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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要求较高。三个合作区都是对已经运行良好且

已具规模的工业园区的升级，说明特别合作区对于

其自身的建设基础要求更高。第二，更加突出乡村

振兴这一主题。广东省政府指出，深汕特别合作区

要着力解决“汕尾发展滞后的问题”，设立广清经济

特别合作区的主要目的是对口帮扶；江苏省政府指

出，设立宁淮特别合作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就省政府的态度来看，三个合作区都

直接涉及乡村振兴这一主题。第三，更加注重先进

社会经济制度在合作区的嵌入。广东要在深汕特

别合作区实行“先富带动后富制度”，而江苏省期望

借宁淮特别合作区之机突破“行政区经济”。从中

可以看出，先进制度的嵌入是构建合作区的重要手

段。作为一种城际合作空间，特别合作区在建设基

础、合作主题和构建途径等多个方面都具有其鲜明

的特征，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现象，值得研究者

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关于特别合作区这一新兴空间现

象的研究，从研究视角上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

是从区域治理的角度研究合作区的具体治理事务，

如政府关系、飞地立法、国土空间规划等。由于治

理事务的特殊性和个案的多样性，这方面的研究呈

现“碎片化”倾向。另一类是以社会建构主义的视

角观察特别合作区。如马学广、李鲁奇（2017）对深

汕特别合作区的空间生产和重构的研究；王成军、

蒋明华和徐汉明（2021）对深圳经济特区扩容过程

的研究。这类研究将特别合作区视为一个新生的

社会空间，探索其构成维度及各维度之间的关系。

区域治理方法偏于对合作区涉及的不同社会治理

事务进行个案研究，难于抽象出有价值的一般结

论。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虽然在分析社会空间构成

维度方面具有较好的一般性，但该方法侧重于对社

会空间生产的结果进行分析，而忽略了其构建过

程，尤其是忽略了对空间构建策略的研究。对于城

际合作空间来说，一方面，在不同情境下，会出现不

同的空间构建策略组合，这些组合之间的差异能够

反映出参与者面临的困境、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

系以及最终的抉择。对这些策略组合进行比较，更

有利于避免人文地理研究中“只见物，不见人”的倾

向。另一方面，在空间构建过程中，虽然参与者的

策略选择不同，但其中的主导策略直接影响空间构

建的博弈方式。对主导策略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

对国家空间治理、策略组合和主导策略等核心概念

之间关系的理解。综上所述，本文从参与者的策略

选择角度研究城际合作空间的构建。

二、空间构建策略的分析框架

空间构建策略并没有固定的分析框架，研究主

题不一样，思路也不一样。但其研究大致经历了一

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

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空间并非是预先设定

的，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空间构建策略研究也随

之出现。这些学者主要采用政治经济学方法，从资

本循环的角度研究了应采取何种策略生产出特定

空间，以加速资本的流动。由于这些研究在较宏观

的角度进行了高度抽象，忽视了空间构建的微观动

力机制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导致其研究结果不适

合指导具体的空间构建。

随着新区域主义的兴起，一些学者试图从制度

层面搭建空间构建策略的分析框架，在这些研究

中，以Keating的驱动力模型最为典型。Keating认
为空间构建是由以下三组力量及其组合驱动的：政

治动员、制度重构和功能统一。政治动员是指通过

政治和社会手段来改变社会基础，为空间构建的尺

度重构奠定基础；制度重构是指将不同利益群体谈

判之后形成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协议制度化；功能统

一是指成立新的不同尺度的政府机构并将其与所

要实现的社会经济目标联系起来。不过，在该模型

中，焦点是通过制度化来推动空间构建，但其忽略

了行动者的作用。因为，在该模型所提到的三组驱

动力中，只有政治动员是由行动者推动的，其他两组

驱动力都是制度化因素：制度重构是直接的制度化，

而功能统一是通过法定的尺度组织来实现制度化。

新国家空间主义更加注重从行动者角度研究

空间构建的过程，认为空间构建策略其实就是为了

实现特定的空间目标并获取社会经济利益，不同行

动者采取的行动方案和互动方式。Brenner 和
Jessop等学者从尺度重构、领域重组和网络构建这

三个方面分析了空间构建的策略。尺度重构是指

重新配置尺度部门的权力以推动空间变化的过程，

主要形式包括权力向上级集中的尺度上移（scaling
up）和 权 力 向 下 级 分 化 的 尺 度 下 移（scaling
down）。领域重组是指社会经济关系在领域里结构

城际合作空间的构建策略——基于特别合作区案例的比较研究

93



区域经济评论 2022年第1期
与解构而导致空间变化的过程。其中，社会经济关

系与领域相分离而导致行政界线模糊甚至消亡的

过程称为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新的社会

经济关系在领域上重新确定的过程称为再领域化

（reterritorialization）。网络构建是指为实现对各级

行动者的动员而形成横向网络化联结的过程。

新国家空间主义的策略框架以行动者为焦点，

在空间研究持续深化的趋势下，更加适合用来分析

具体层面上的空间构建。不过，该框架源于对独立

性和自治性都较强的西方国家城镇的分析，忽略了

我国的上级政府对于辖区内的空间构建具有重要

影响的事实。在我国，符合上级预期的空间计划和

决策往往更容易获得支持。因此，下级解释、说服

和宣传自身计划和决策对上级预期的支持程度，对

我国的空间构建具有重要影响，这一过程就是话语

构建（discursive construction）过程。如果将话语构

建纳入空间构建策略的分析框架中，网络构建其实

可以看作是尺度重构中的政治动员过程，不必再单

独描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话语构建、尺度重

构和领域重组三个方面比较所选案例的构建策略，

目的在于验证以下观点：第一，不同的城际合作空

间采用了不同的空间构建策略组合；第二，在城际

合作空间的构建过程中，存在着关键策略，关键策

略影响着策略组合的作用效果。

三、特别合作区的案例分析

为了降低其他结构性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我们将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和主办城市行政级

别的相当性作为衡量指标，以此来筛选分析案例。

广东和江苏经济发展水平相近，而深圳、南京和广

州都是副省级城市，行政级别相当。因此，最终选

择分别由深圳、南京和广州主办的深汕、宁淮和广

清三个特别合作区为实证案例。

1.对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分析

话语的尺度跃升是深汕特别合作区尺度重构

和领域重组的基础。第一，“粤东发展”话语促使工

业园形成。从2005年起，广东实施振兴粤东西北战

略，并于 2006年出台了《关于促进粤东地区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粤东发展”话

语。在“粤东发展”话语的说服与鼓励下，2008年深

圳与汕尾合作兴办深汕产业转移工业园，开启以城

际合作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试验。第二，“粤东发

展”话语适应了不同的领导权话语。2011年，广东

省通过《粤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将“粤

东发展”提升到省级战略高度，“粤东发展”话语发

生尺度跃升。同时，深汕产业转移工业园升格为具

有地级市管理权限的深汕特别合作区。在中央提

出扶贫攻坚战略之后，合作区以“广东省探索区域

协调发展的试验田”的形式主动适应了国家扶贫攻

坚领导权话语，而后合作区实行了“10+1”的管理模

式。话语的尺度跃升使合作区尺度重构和领域重

组成为可能。

尺度重构为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制度建设提供

了平台。第一，深汕特别合作区成立了实体性管理

机构。在升级为特别合作区之后，合作区成立了党

工委和管委会。这一设置带来了以下变化：一方

面，深圳主管经济建设、汕尾负责社会事务，成功地

构建了“合作区——深圳市/汕尾市——省政府”的

动员网络，便于后期的制度延伸；另一方面，合作区

行使地市级管理权限，实现了合作区的尺度上移，

为吸引各方投资提供了条件，推动了领域重组。第

二，创设新的尺度组织以缓解不同尺度间矛盾。广

东为了推进合作区建设，成立了“广东省推进深汕

特别合作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创建了一个处于

地市级和省级尺度之间的组织，该领导小组缓和了

刚性的省级政策和省级与地方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

盾；另外，由于深圳和汕尾的市领导都是小组成员，

领导小组部分拉平了两市在行政级别上的差距，为

汕尾争得了话语权，加快了各方达成利益分享协议。

制度迁移是实现深汕特别合作区资本再领域

化的关键。第一，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再领域化

的前提。为了改变人们对合作区基础条件落后的

认知，深圳联合汕尾采取多项措施，如规划申报深

汕高铁，将合作区纳入“深圳一小时互达圈”。第

二，特区政策延伸是合作区资本再领域化的关键。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管理体制、税收制度和企业

福利等方面的特殊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为了

激励辖区产业向合作区迁移，深圳出台了多项制度

延伸措施。例如，迁入合作区的企业继续享有特区

里的各项优惠政策、入区企业的工作人员可购买深

圳的社保等。这些措施使处于合作区里的企业也

能享受特区里的政策待遇，是深圳特区企业迁入合

作区、实现资本再领域化的关键。第三，合作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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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调整巩固了资本再领域化的成果。2017年，

在达成利益分享协议之后，深圳获得了合作区经济

社会事务的主导权，合作区党工委和管委会分别由

深圳市委和市政府派出，深汕特别合作区事实上已

经成为深圳市下辖的一个区。深圳以部分GDP绩

效换得合作区的领导权，既巩固了前期资本再领域

化的成果，也加速了后期的制度迁移。

2.对宁淮特别合作区的分析

区域发展话语演化为领导权话语是宁淮特别

合作区尺度重构的关键。第一，“苏北振兴”话语动

员了南京和淮安启动宁淮新兴产业科技园的建

设。2005年，江苏为了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提出了

“苏北振兴”话语。在该话语的鼓励与说服下，南京

联合淮安建设宁淮新兴产业科技园，探索优化区域

资源配置，以实现共赢的新路径，这也成为日后建

设宁淮特别合作区的基础。第二，区域发展话语演

变为领导权话语，导致宁淮特别合作区发生尺度跃

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江苏省淮安市的人

大代表座谈时，提出“要把周总理的家乡建设好”，

自此，以区域发展为主题的“苏北振兴”话语开始向

“建设好周总理家乡”的领导权话语演化。“建设好

周总理家乡”话语在目标指向上更加明确，更易渲染

政治责任和民众感情，对江苏、南京和淮安都起到了

较好的动员效果，是宁淮新兴产业科技园转型为宁

淮特别合作区以及后期合作区尺度重构的关键。

对等的身份特征和领导小组的设立有助于政

治动员网络的构建。第一，对等身份的设置是宁淮

特别合作区组织机构的主要特征。宁淮特别合作

区在成立之初，采取的是联合成立管委会的方式：

南京市江北新区负责经济管理和合作区建设，淮安

市盱眙县负责地方社会事务。对等身份既有利于

激励盱眙县积极构建联系基层的动员网络，也有利

于合作双方顺利达成利益分享协议。第二，通过领

导小组构建延伸到省政府的政治动员网络。在宁

淮特别合作区成立之后，由于“建设好周总理家乡”

这一领导权话语所凸显的政治责任，在南京和淮安

的动员下，省政府批准设立宁淮特别合作区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南京和淮安通过邀请领导小组成员

现场考察、听取汇报和发表讲话等多种形式，联合

组建延伸到省级尺度的“南京市/淮安市—领导小

组—江苏省”政治动员网络，实现了对省政府的政

治动员，是合作区实现尺度重构的基础。

政府以成立投资公司和联席会议的方式实现

资本在合作区的再领域化。第一，政府合作成立投

资公司。在省政府提供制度供给和南京现有优惠

政策延伸过来之前，为了鼓励和引导产业向合作区

迁移，南京与淮安两地政府共同出资成立投资开发

公司，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产业的投融资入

手，引导各类资本在合作区的再领域化。第二，以

联席会议的治理方式促进资本再领域化。宁淮特

别合作区在成立之初，合作双方建立了宁淮特别合

作区联席会议制度。与正式的行政管理制度相比

较，联席会议具非正式性和非强制性，可就利益分

配问题进行广泛磋商，为达成利益分享协议提供了

沟通平台。另外，联席会议也解决了合作区重大发

展战略问题，具备了正式行政组织的部分功能，促

进了合作区的资本再领域化。

3.对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的分析

对高尺度或领导权话语的适应促使合作区产

生尺度跃升。第一，“广清一体化”话语促使佛山顺

德清远（英德）经济合作区发生尺度上移。2008年，

广东省提出了以产业和劳动力为核心的“双转移”

战略，顺德和英德合作兴办佛山顺德清远（英德）经

济合作区。2012年，清远联合广州构建了“广清一

体化”话语，而后，该话语被广东省政府在政府工作

报告提及，至此，“广清一体化”上升为省级战略。

在“广清一体化”话语的动员下，合作区升级为省级

产业转移示范园区，享受更高的管理权限和优惠政

策，合作区发生尺度跃升。第二，“广清一体化”话

语适应领导权话语促使经济合作区的转型。作为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尝试，“广清一体化”话语主动

适应了国家扶贫开发领导权话语，佛山顺德清远

（英德）经济合作区升级为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并

由广州取代佛山主导开发建设。经济合作区的主

办方发生尺度跃升，为后期的尺度重构和资本再领

域化奠定基础。

广州与清远联合构建的反向动员网络是合作

区尺度重构的基础。第一，通过申报国家试点项目

构建政治动员网络。为了寻求高尺度的制度供给，

广州联合清远申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最终

中央政府审批通过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

东广清接合片区实施方案》。在方案获批之后，广

东允许实验区直接复制省级改革创新实验区已经

获得的审批权。广州联合清远构建了“广州市/清远

城际合作空间的构建策略——基于特别合作区案例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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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央部委——广东省”的政治动员网络，为

合作区的尺度上移奠定基础。第二，通过政治动员

网络获得部分省级授权。在政治动员网络的促进

下，广东省以权力清单的方式授予合作区部分省级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权力范围涉及经济管理、财税

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等重要事务，较为全面地满足

了合作区对于制度供给的需求，为合作区的招商引

资营造了良好的商业氛围，而合作区也因该授权而

发生尺度上移。

通过制度迁移和政府投资实现合作区的资本

再领域化。第一，强化合作区与广州的联系为资本

领域重构创造条件。广州通过建设广清城际轨道

交通线路和高速公路交通系统强化与清远的地理

联系。与此同时，广州进一步探索与合作区居住证

互认制度和广州对清远人才的优惠制度，从身份认

同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合作区的联系，为制度迁移和

资本再领域化创造条件。第二，广清经济特别合作

区通过动员高尺度行动者以实现先进制度的迁

移。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东广清接合片

区实施方案》中，广东省支持广清试验区复制省内

其他试验区的政策。这样一来，合作区以动员更高

尺度行动者的方式实现了对省政府的动员，最终以

申报国家试点实验区的方式进行制度迁移，为合作

区的资本再领域化铺垫制度条件。第三，清远加大

投资以引领资本在合作区的再领域化。为了响应

制度迁移，清远市政府围绕合作区制定了多项政府

专项行动方案，并在财政上给予优先支持，引领了

资本在合作区的再领域化。

四、城际合作空间的构建策略组合

为了探究不同的城际合作空间构建策略组合

之间的差异，以及关键策略对策略组合的影响，在

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构建基础、关键构建策

略和构建策略组合差异等方面进一步分析城际合

作空间的构建策略。

1.城际合作空间构建基础的新变化

广东和江苏设置合作区的决策共同点在于，三

家合作区都是对产业基础较好的园区的升级。深

汕、宁淮和广清特别合作区分别选择在深汕产业转

移工业园、宁淮新兴产业科技园和佛山顺德清远

（英德）经济合作区举办，这些园区成立时间较长，

具有较好的产业积累，为举办合作区提供了较好的

产业基础。这一共同点说明，省政府对合作区未来

的发展有较高的期望，更希望合作区能推动当地乡

镇的发展，即合作区更加注重以先进制度和产业嵌

入形式，给乡镇区域带来普惠性能力与素质的提

升。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采取

何种措施以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已经成为重点。而目前，以特别合作区为载体的开

发型反贫困，正是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键

环节。这也进一步说明，与以前的城际合作形式不

同，为了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城

际合作的双方对于合作园区的选择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而这也是城际合作空间构建基础的新变化。

2.城际合作空间的关键构建策略

与其他策略相比较，话语尺度跃升对城际合作

空间构建更为关键。深汕特别合作区的“粤东发展”

话语主动适应国家扶贫攻坚领导权话语，宁淮特别

合作区的“苏北振兴”话语演化为“建设好周总理家

乡”领导权话语，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的“广清一体

化”话语主动适应国家脱贫攻坚领导权话语，三个合

作区最初构建的地方发展话语都响应了领导权话

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尺度跃升。这种话语尺度跃

升起到了政治动员作用，激励了上级政府在合作区

事项上的参与程度和支持力度。而我国的高尺度政

府行动者的参与和支持，直接决定了上级政府对于

新构建空间的权力授予和制度供给，即直接影响着

空间构建中的尺度重构和再领域化，进而也就决定

了空间构建的进程和结果。因此，使地方构建的话

语适应领导权话语，引发话语的尺度跃升，是城际合

作空间构建中的关键策略，直接影响着尺度重构策

略和领域重组策略的效果及效率。

3.城际合作空间的构建策略组合

虽然城际合作空间的构建都涉及了话语构建、

尺度重构和领域重组三个方面的内容，不过，不同

策略组合之间仍然存在差异，表 1对三种策略组合

做出了比较。首先，在领域重组策略方面，深汕特

别合作区与其他两个合作区差异明显。由于具有

极强的空间扩展需求，深圳目前对深汕特别合作区

执行“10+1”管理模式，合作区党工委和管委会分别

由深圳市委和市政府派出，合作区相当于是深圳下

辖的第11个行政区，合作区已经发生了事实上的行

政区划调整；而广州和南京在空间扩展方面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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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深圳那么大的压力，因此，其他两个合作区的

空间构建还未达到行政区划调整的这个进度。其

次，在尺度重构策略方面，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与

其他两个合作区差异明显。广清合作区在成功申

报国家级实验区的情况下，通过中央部委反向动员

广东省政府，在传统动员网络之外，创新了一种自

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方式。而其他合作区的政治动员

网络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征。

五、结论与建议

深汕特别合作区、宁淮特别合作区和广清经济

特别合作区的设立，以城际合作的方式探索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有效衔接，也形成了城际合作

空间。采用新国家空间学派的空间构建策略分析

框架，从话语构建、尺度重构和领域重组三个方面

分析了深汕、宁淮和广清三个合作区的构建策略组

合。结果表明：第一，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构建过

程中，“粤东发展”话语适应了领导权话语，实体性

的党工委和管委会是合作区政治动员的基础，特区

制度的延伸是合作区资本再领域化的关键，而实际

上的区划调整巩固了这一成果。第二，在宁淮特别

合作区的构建过程中，“苏北振兴”话语适应了领

导权话语，合作区通过成立领导小组构建了延伸

到省政府的动员网络，政府合作创建的公司鼓励

和引导了合作区的资本再领域化。第三，在广清经

济特别合作区的构建过程中，“广清一体化”话语适

应了领导权话语，反向的政治动员网络促进省政府

授权，政府直接投资引导了合作区的资本再领域

化。比较深汕、宁淮和广清三个合作区的构建策略

可以发现：一方面，较好的产业条件是构建城际合

作空间的基础；另一方面，话语的尺度跃升是关键

策略，深刻影响着其他策略。第四，高尺度合作

方的内在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城际合作空间的构建

进程。

由于在前期并没有进行城市扩容，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我国很多城市（如深圳）都面临着巨大的

空间扩张压力。而在中央政府已经收紧行政区划

制度供给的情况下，通过城际合作实现间接城市空

间扩张，是十分现实的选择。对于这种间接扩容的

路径选择，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转变思路，以期实现“间接”城市扩

容。行政区划制度供给事实上已经收紧，正式的行

政区划扩张难度较大，更何况如深圳这样的城市，

其正式区划调整对整个区域都会产生极大影响，中

央政府对其区划调整要求将会更加慎重。在这种

背景下，面临较大空间扩张压力的城市应该积极转

变思路，与其坐等区划调整机会而错过发展机遇，

还不如采取城际合作方式兴办各种合作区，然后通

过对合作区的事实控制以期实现“间接”城市扩容。

第二，城际合作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在我国前一阶段的城际合作实践中，大多数都

是先进城市和落后区域之间的合作，具有明显的脱

贫攻坚特点。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之

后，之前的贫困群体获得了生活和生产能力的大幅

提升，产业扶贫的涓滴效应已经有了新的作用基

础。所以，这种具有帮扶性质的城际合作，其合作

基础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必要重新思考合作

方式和实施办法。

第三，先进社会经济制度在合作空间的嵌入是

关键。对于面临较大空间扩张压力的城市来说，其

最终的目的并不仅限于对合作区的事实控制，而是

要对其进行正式的区划合并；城际合作的合作区只

是一种过渡手段，实现“名正言顺”的管辖才是最终

目的。而只有将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顺利迁移到

合作区，才能有效激励各类产业资本在合作区的落

地和生根，才能有效避免先进城市与合作区“两张

皮”的现象，这也是实现城市空间曲线扩张的关键。

表1 城际合作空间构建策略组合的比较

构建策略

深汕特别
合作区

宁淮特别
合作区

广清经济
特别合作区

话语构建

话语尺度跃升

“粤东发展”——
领导权话语

“苏北振兴”——
“建设好周总理家乡”

“广清一体化”——
领导权话语

尺度重构

治理机构

党工委+
管委会

管委会

管委会

动员网络

合作区——深圳市/
汕尾市——广东省

南京市/淮安市——
领导小组——江苏省

广州市/清远市——
中央部委——广东省

领域重组

制度迁移

深圳特区
制度的延伸

省政府的
授权

省内其他实验区政
策的复制

资本再领域化

制度鼓励
和引导

政府合作
公司引导

政府直接
投资引导

再领域化的巩固

“10+1”管理模式

联席会议制度

无

城际合作空间的构建策略——基于特别合作区案例的比较研究

注：资料来源于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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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Interurban Cooperation Space
—— Based on the Case Comparision Study of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Jiang Minghu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marks new changes of interurban cooperation in China. It requires
better industrial conditions, more emphasis on the theme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on the embedding of the advanced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in the cooperation zone, which is a new social space phenomenon, named Interurban Cooperation Space (ICS).
The emerging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s in China include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Nanjing-Huaian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and Guangzhou-Qingyuan Economic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ir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by employing the method developed by the theorists of New State Spa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assembles of
discourse, rescaling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It turns out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se strategies varied when the specific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is concerned. The key findings of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cases are the following: The basis of the ICS lies in the
industrial conditions. The rescaling of discourse is the key strategy of ICS that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other two strategies,
even dominates the constructive process of ICS. The intrinsic demand of high-scale partners great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ICS. The implication of these findings suggests that, in one hand, a new model of interurban cooperation when attention is paid to
how to connect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fluently and effectively and, in the other hand, a confirmation of New
State Space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Key Words: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Rescaling; Reterrito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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